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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
——以皖南绩溪县伏岭村春节为例

季中扬

摘 要：节日文化传承对当代乡村发展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对两者关系的研究长期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以皖南绩溪县伏岭村春节习俗传承为个案，从乡村社会网络以及村民对乡村公共活动的参与程

度、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程度、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村民之间的互助与合作程度、村民的道德水准、

村落文化符号的影响力等多个维度透视, 发现对于乡村发展来说，社会资本甚至比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更具

有根本性意义，而节日文化传承对于乡村社会资本存量有着重要影响。可以说,乡村发展不仅需要经济资本、

人力资本，还需要社会资本。更多情况下，社会资本甚至比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更具有根本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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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界的节日文化研究不仅成果丰硕①，

而且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颇为值得称道，但极

少关注节日文化传承对于当代乡村发展的意义

问题。在乡土中国，节日文化与乡村有着历史

的、内在的关联，重视田野的民俗学者往往把节

日文化研究放置在村落语境中，明显意识到了

乡村是承载节日文化的重要“场域”，然而，节日

文化传承对于当代乡村发展的意义却被忽略

了。本文拟以皖南绩溪县伏岭村春节为个案，

研究传统节日文化传承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影

响，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同行关注节日文化传承

与当代乡村发展问题。

一、节日文化的研究视角概述

借用韦勒克和沃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

究”［1］的说法，我们将节日文化的研究视角分为

“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内部视角是指对节

日文化本身的研究，包括节日文化的形态、内

涵、历史、特点、传播等；外部视角则是把节日文

化放置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研究其当代传

承的功能与价值等问题。外部视角是极其多样

的，其中有三种外部研究视角最为重要，即国

家/民族视角、个体视角与乡村社区视角。

新世纪以来，国家/民族视角是颇受重视

的。一方面，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观念得

到了学界广泛响应，人们开始反思不同历史时

期国家意识形态与政策、制度摒弃传统节日背

后的文化逻辑与民族心态，认为随着经济发展、

国力强盛，重视传统节日是国家/民族文化自信

的表现；另一方面，基于文化认同理论与文化再

生产理论②，传统节日文化对于建构国家/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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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方面的现代价值得到阐发，如高丙中多次

提出：“讨论节日问题，我们需要上升到共同体

的层次，也就是在国家时间制度的层次思考问

题”，“国家对节假日的制度安排应该考虑如何

充分利用节假日作为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机制，

以便通过民族文化的生活传习来增强民族认

同。”［2］此外，传统节日仪式中所表征的国家/民
族认同意识，也是节日文化研究中国家/民族视

角的重要切入点。

从个体视角研究节日文化，直接相关的理

论有身体叙事理论、记忆理论等，其实，个体经

验与记忆的“深描”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解

释”，叙述文本自身就是一种理论。在文学领

域，有极其丰富的节日文化的个体经验与记忆

的“深描”文本，如鲁迅的《社戏》、罗念生的《龙

灯》、丰子恺的《端阳忆旧》、汪曾祺的《端午的鸭

蛋》等，这些文本同时也是民俗学者再阐释的材

料。此外，民俗学者在田野调查中还可以让不

同年龄、身份的人讲述他们的节日经验与记忆，

他们的讲述不仅仅是民俗学者的研究材料，而

且不同的叙述本身就构成了关于节日文化的多

维阐释。

乡村社区视角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同时又

勾连两者的中观研究。中国的乡村社区研究起

步很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形成了“现代

中国社会学派”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乡村社

区研究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热点。但

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国家与社会”成为分析乡

村社区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本质上仍然是以

“国家”为视角的乡村社会研究，乡村社区只是

这一视角下的“样本”④。以乡村社区作为研究

视角则与此不同，它强调乡村社区是主体，是出

发点，即从乡村发展本身来阐释、评价乡村社会

与文化，来理解文化再生产与文化认同，在乡村

社区的社会与文化关系网络中解读个体的文化

经验与文化记忆。本文由此提出，以乡村社区

作为视角的节日文化研究主要关注传统节日文

化传承对乡村社区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发展的

影响，以及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这方面

已经有学者做了一些探索性研究［3］，这些研究

虽然讨论了传统节日文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关

系，但并没有形成一种分析的模式或基本框架，

本文尝试以社会资本理论为主轴，建构一个分

析框架。

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

分析框架的引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布迪厄、科尔曼与

普特南等人的推动下，社会资本概念在社会学、

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一个多学

科共用的概念，但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各有

侧重，如亚历山德罗·波茨说：“社会资本指的

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

员稀有资源的能力。”⑤普特南认为：“社会资

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

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

社会的效率。”［4］167不管对于个人⑥，还是社会组

织或共同体而言，社会资本都是一个积极的概

念，社会资本丰厚，就意味着有更多利于发展的

资源。普特南指出：“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

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⑤科尔曼

也认为：“社会组织构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

人们实现特定目标提供便利。如果没有社会资

本，目标难以实现或必得付出极高的代价。”［5］356

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良好的社会资本存量有利

于其发展。

由于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是无形的，不可量化的，甚至不易辨识，我们

如何来衡量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呢？进而

言之，我们可以从哪几个维度评估节日文化对乡

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呢？普特南认为，“社会

资本一般包括联系、惯例和信任”⑤，具体而言，包

括客观的社会网络、组织与一系列相对主观的道

德规范和价值观念⑦。因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

衡量社会资本，一是社会成员对各种社会组织的

参与程度，二是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程度与道德

规范水准。在这两个基本维度上，本文设计了六

个维度来衡量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

一是乡村社会网络以及村民对乡村公共活

动的参与程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由于家

族文化衰落，集体经济解体，以及外出打工热潮

的涌现，传统的社会网络遭到了破坏。对此，社

会学家忧心忡忡。然而，民俗学研究者却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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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对传统节日活动的组织与参与仍然是充满

热情的⑧，这为修复、重构乡村社会网络带来了

希望。二是村民对乡村共同体的认同程度。对

于外出打工的村民来说，“老乡”关系可能是其

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对于乡村发展而言，乡

贤的“乡愁”也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老乡”

关系的建构以及“乡愁”的生成，固然依赖于地

缘关系，但其亲密性则主要来自日常交往或节

日、婚丧嫁娶、庙会等非日常的交往，交往建构、

巩固了村落认同⑨。三是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

程度。在乡村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

相互信任，是乡村生活吸引人的重要方面，也是

村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毫无疑问，相互信任

离不开密切的社会交往，社会网络可以说是相

互信任的基础。四是村民之间的互助与合作程

度。村民是有互助合作传统的，比如农具、耕牛

共用，农忙时互助等。如今这些互助合作形式

在大多数乡村都逐渐消失了，但在传统节日活

动中的互助合作关系还有所保留，甚至衍生出

了一些新的形态。五是村民的道德水准。在乡

土社会中，基于“礼”“俗”的力量，村民的道德水

准总体来看一直比较高。然而，在现代社会中，

越来越多的村民成了“无公德的个人”，这已经

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六是村落文化

符号的影响力。在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乡村发展

的重要路径的社会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活动

在村落文化符号的塑造与增值过程中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上述六个维度虽然都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

现形式，但并非无差别的并列关系。与大多数

社会资本研究者的观点一致，本文也认为社会

网络是中心，“老乡”关系、“乡愁”、信任、互助合

作、道德等，都是在紧密的社会交往中产生的。

与前五种社区内的“黏合性社会资本”形式不

同，村落文化符号属于对外的“桥联性社会资

本”⑦，村民从其传播与对外影响力中获益。

三、个案：伏岭村的春节

伏岭村是安徽省绩溪县的一个行政村⑩，

2003 年由原伏岭上、伏岭下、卓溪、半坑、新桥等

5 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本文主要调研了其中的伏

岭上与伏岭下村。2003 年之前，伏岭上与伏岭

下村既是行政村，同时也是边界较为清晰的自

然村，村民基本上都姓邵。之所以选择这个村，

主要因为该村的春节习俗保留了较为丰富的传

统村落公共活动。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

方面：

一是舞 。所谓舞 ，当地人也叫舞狮。

表演者一般是正好年满 30 周岁的人，当地人称

之为“值年的人”。表演时，一人舞狮头，一人舞

狮尾，还有一人挑着扁担，扁担前面挂一面锣，

后面挂一个大鼓，挑担人负责敲锣，后面跟一人

负责打鼓，另有一人打钹，一人打小镲，还有两

人负责收取“狮金”。大年初一这天，在一位老

年人带领下，按照一定路线，挨家挨户表演。在

伏岭村， 进门意味着祛邪除害，主人家多多少

少会拿出一些钱给收取狮金的人，少则几块，多

则上百，收取狮金的人会记下主人家的名字和

金额。最后，“三十值年”的人把每家每户的狮

金数额写在大红纸上，张贴在村里公告栏中。

这天，年满 30 周岁的人都要跟着去舞 ，若有特

殊情况，则要请亲人代替。由于村子比较大，一

般要表演一整天，甚至两天，演员和乐队的人都

要不断更换，整个队伍多达几十人。据村里老

人所言， 其实并非狮子，而是一种传说中的神

兽，比狮子老虎都要凶猛。北宋末年邵姓先祖

迁居此地时人丁不旺，风水先生认为对面山上

有石狮火虎作祟，就生造了一个“ ”字，并画了

一个“ ”的图像，让邵氏贴在家中进行供奉。

明朝中叶之后，邵氏人丁兴旺，伏岭村已成绩溪

县第一大村，邵氏后人遂于每年正月十五敲锣

打鼓祭祀 神。是日，用布做成一只 ， 身涂

上五颜六色，显示其勇猛，“村民们准备松明火

把，齐集村头，同时敲锣打鼓，放三门铳、爆竹，

并由两个年轻人套入 身，表演跳跃、猛扑等动

作，群众齐声呐喊，向石狮火虎示威、斗猛，并绕

村游行一圈驱赶一切邪气”［6］3。由此可见，伏岭

村的舞 可能是古老的傩舞遗留。

二是游灯。游灯、演戏过去都在正月十四

日，现在为了方便在外工作的人回去上班，改在

正月初四举行。过去邵氏分为上中下“三门”，

三门队伍各自出发，会合后一起游灯，现在是伏

岭上、伏岭下两村同时开始游灯。2018 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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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下午，我们跟随村民来到伏岭下村邵氏祠

堂。祠堂的橱窗里摆放着许多清朝流传至今的

戏服和盔头。祠堂里许多老旧的纸灯都被摆

放出来。傍晚 5 点，“值年的人”来齐之后，便开

始点起松明火篮，由一个人挑着，走在队伍的

最前面，敲锣打鼓的跟在其后。放完礼炮，队伍

便在锣鼓声中开始行进了。游灯的队伍由专人

带队，以保证村中每一条街道都要被走过。每

走一段距离，“值年的人”就会在路边放起烟花、

礼炮，每一户人家门口都站着观灯的人，还有许

多小孩手里拿着自家做的纸灯，在家长的带领

下，跑进队伍中间，和队伍一起前进。就这样，

天色越来越暗，队伍越来越长，越来越亮，就像

一条游走在街巷里的长龙。村民邵茂深的记述

更为动情：“游灯队伍按照规定路线，绕着村中

的主要街道游行一圈。这时锣鼓声惊天动地，

爆竹声震耳欲聋。看游灯者拥挤在街道两旁，

形成一条人流夹道……看着这种热闹的场面，

真可说是一种幸福的享受。”［6］29

三是演戏。晚上六七点钟，伏岭上、伏岭下

两村游灯的队伍在戏台前汇合。戏台背后的操

场上摆满了烟花，点燃后半边天空都是明亮

的。台下的人个个抬头看烟花，人头攒动。烟

花足足燃放了十多分钟。据了解，当年的烟花

花费大约 6000 元。燃放烟花之后，主持人就把

“值年的人”依次请上台。“值年的人”上台后先

向台下乡亲鞠躬，再回头上香，做自我介绍，然

后“值年的人”在台上站成一排，再向台下鞠

躬。当年“值年的人”有 28 人，其中伏岭上村 13
人，伏岭下村 15 人，有男有女。仪式之后，演出

正式开始。先是表演一通舞 ，然后是伏岭中

心小学徽剧班和锣鼓班表演“美女引凤”和“战

鼓雷鸣”两出戏，最后两位老艺人表演“张飞祭

马”与“龙虎斗”。演出算不上精彩，但村民热情

很高，由于下着小雨，村民们都打着伞观看演

出。据邵茂深在《伏岭舞 》一书中所记，伏岭

村自 1830 年就开始组班演戏，演员都是本村 15
岁以下男童，一般从七八岁开始学戏，几年下

来，演出水平有的甚至不亚于专业演员。能演

的剧目也很多，邵茂深统计有 200 多出。伏岭村

的演戏过去一般从正月十四开始连演三晚，由

于节目丰富，演出精彩，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

戏，很多人根本挤不进场子。“这几天，伏岭村成

了集市，街上行人往来不绝，小贩摊子很多”［6］35。

伏岭村传统的村落公共活动之所以能够很

好地传承下来，主要得益于这个村有一个重要

的习俗——“三十值年”。所谓“三十值年”就是

当年年满 30 周岁者的人自发组织起来，成为志

愿者团队，负责组织当年村里过年时的公共活

动，包括舞 、游灯、演戏、接茶等。其中演戏、

接茶任务最为繁重。演戏要从 29 岁那年正月十

八（现在是正月初五）开始接手，这天，要从值年

者手中接下戏服和道具等。到了农历十月十

五，来年值年者聚到一起会餐，商议曲目，安排

教习人员。演出期间，值年者还要负责维持秩

序、后台服务和安排演出人员饮食等。所谓接

茶，就是请本门中所有男子吃一顿鸡蛋茶面。

如果当年值年的人比较多，往往从正月初三一

直吃到十三。当然，接茶难免有攀比现象，起

初，有的人家会在鸡蛋茶面之外增加一些自制

的糖果，后来，有的值年者开始大摆宴席。据

说，1950 年，村民邵之通“三十值年”时宴席标准

是“六拼盘、两干果、两水果、六热炒、两点心、六

大菜吃饭，八十四桌一起开，帮忙的就有一百多

人”［6］61。现在，这种大摆宴席的现象已经很少见

了，但是，值年的人至少还是要请参加演出人员

和部分村里人吃面的，做面、洗碗等杂活都由值

年者家属来做。我们访问了几位值年者家属，

都说很忙，很累，但看到这么多人聚到一起，觉

得很高兴。

四、春节文化的传承对

社会资本的影响

毫无疑问，对于伏岭村来说，“三十值年”是

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网络。它维系、活化了诸

多村里原初的社会网络，包括家族、邻里、亲戚、

同学、朋友等。它通过挨家逐户地舞 ，仪式化

地建构了村落共同体形象；通过组织集体游灯、

放烟花、看戏，在一种狂欢化的气氛中消解了村

民之间的陌生感，恢复了血缘、地缘的亲密联

系；通过接茶，重建了诸多亲密关系。很显然，

舞 、游灯、放烟花、演戏、接茶等，都是一个个

社会网络。此外，村中还有负责桥梁维修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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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艺爱好者自发组织的“鸡鸣寻声社”等。

丰富的社会网络促进了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

的热情，伏岭村的水井、河道、村中的石板小路、

戏台都是村民自发商议、集资修建的。我们在

调研时听闻，2004 年到 2007 年的 30 岁值年者，

主动提出承担村内全年的路灯费用。

社会学家维克多·佩雷斯-迪亚兹就认为，

节日庆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网络形式，他称之

为社会交往的软形式⑦。村民借此增加了交往，

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培育了对村落

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比如，挨家逐户舞 时，

每家都会交付一定的“狮金”来赞助演出活动，

这种无契约的出资体现了村民对活动组织者的

充分信任，同时，这也表现了村民对村里集体活

动的支持和间接参与。再如，2018 年春节，值年

者有 28 人，相互之间并不完全熟悉，其中出生月

日最早者为总负责人，其他人把所有分摊的钱

物，约 4 万余元，都交给他支配，此间的信任感

显然是陌生人社会中所无法想象的。福山认

为，信任这种社会资本是人们长期社会互动的

产物，一个社会的相互信任程度取决于这个社

会的文化传统［7］。伏岭村的春节习俗巩固了社

区内相互信任这种原生的村落社会资本，这种

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让村民觉得生活顺心，而且

有利于村落获取更多外部资源。

“三十值年”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社会组织，

而是一种组织原则。基于这种组织原则，全村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村落最重要的公共活动

的组织者，这一方面培育了村民对村落公共事

务的参与意识，使得伏岭村不仅没有出现“无公

德的个人”现象，相反，伏岭村的公共物品能够

得到村民自发的、有组织的维护。另一方面，这

也增强了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度。我们访

问了十多个村民，问是否有人不愿参与“三十值

年”活动。回答是一致的：每个人都会参与的，

否则，村里人就议论他，认为他不算这个村里人

了。据说，以前只要不参加“三十值年”者，就不

能进邵氏祠堂。其实，“三十值年”也是每个村

民在村里难得的露脸机会，可以到村里每户人

家去舞 ，在演戏前可以在所有村民面前郑重

其事地自我介绍，他们都很珍视这种展示自我

的机会。所以，不管他现在生活在哪里，都会回

来参加“三十值年”的。甚至有的不在这里出

生、成长，只要他的父母或爷爷奶奶是这里人，

还有外地来这里经商、工作的人，也会参与“三

十值年”。只有参加了“三十值年”，才能成为村

里人。例如，今年村里就来了一个女孩，从小在

武汉生话，很少到伏岭来，但她请求明年参加

“三十值年”，因为他爸爸说，尽管是女孩，也要

参加，这样她才算伏岭村人。这种强烈的村落

认同感对于村落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众所周

知，皖南山多地少，明清时期，就有大量村民外

出经商、打工，但是，并没有出现“空心村”“荒

村”现象，所有外出村民都会在腊月二十四回来

过小年，当地人称为“烧年”，在外发迹的人一般

都会想着回报村里。伏岭中心小学校长邵宗惠

说：“以前我们伏岭人在上海开徽菜馆，成功的

很多，上海几大最著名的徽菜馆，如大中华、大

富贵、鸿运楼，都是我们伏岭人开的。这些人成

功了，就回报家乡，最直接的就是捐赠戏服啊，

做戏台啊，还有做好事，如修桥铺路啊之类的，

做祠堂啊。”我们在村里公告栏中就看到了一

个布告，内容是工作于北京的村民邵宗有博士

委托 6 位村民成立了一个“远方助老金”理事

会，本村每位贫困老人都可以自愿申请生活补

助。据其中一位理事说，每位老人可以申请

1000 元，特别困难的可以申请 2000 元。

游灯、演戏、接茶都是全村人参与的大型公

共活动，其组织协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伏

岭村人仅仅通过“三十值年”这样一个临时的、

松散的组织就可以运转起来，可见村民内部是

有长期协作习惯的。在现代社会，这种协作精

神无疑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对

于个体力量较弱的村民来说，协作这种社会资

本存量丰富，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资源，这也可

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伏岭人在上海等地开餐

馆大获成功，而不是各干各的营生。我们在调

研中发现，伏岭村人这种协作精神已经借助“三

十值年”这种组织形式产生了一种新的互助协

作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村民家的孩子一

般都是一个或两个，一旦外出打工，父母就成了

“空巢老人”，“三十值年”的人就约定，他们是同

年出生的兄弟姐妹，有责任、有义务照顾对方的

父母，他们由此结成了“养老互助联盟”，不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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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父母养老问题，还构建了一种极其亲密的

拟亲属关系圈。这一点为今年伏岭上村值年的

负责人所证实，他说：“值年的人基本上都是小

学、中学同学，初中毕业后，相互联系就不多了，

但到了 30 岁后，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密切起

来，比如谁家结婚了，有红白喜事，都有相互来

往，平常也会互相帮忙照顾老人。”

在一个有着深度集体认同的村落里，人们

热衷于村落公共事务，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能

够互助协作，其公共道德水准一般都相对较

高。当然，我们很难对伏岭村人公共道德水准

进行量化评估，但是，我们访谈中了解到一个细

节，很能定性地说明问题。当地派出所的一位

民警说，他来伏岭村十多年了，很少遇到打架斗

殴和其他民事纠纷，只处理过一起自行车失窃

案件，更没有刑事案件。如果承认乡村社区发

展并非仅仅指经济发展，还有文化、文明的维

度，那么，伏岭村有如此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

显然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宜居的村落。

社区内部社会网络丰富，人际联系密切，人

与人之间关系和谐，这只是意味着社区内部“黏

合性社会资本”存量较高，乡村发展还需要与外

部建立复杂关系的“桥联性社会资本”。基于

“全域旅游”观念，绩溪县已经把伏岭村的春节

习俗列入“最火绩溪年·最浓徽州味”活动之

中。在乡村旅游背景下，伏岭村如何基于现有

社会资本，创造出更多“桥联性社会资本”，还有

待于进一步观察。事实上，伏岭村的春节习俗，

尤其是演戏、舞 ，早已成为伏岭村的一张名

片。在 1962 年台湾版的《重印绩溪县志》中，就

有对伏岭村演戏、舞 的生动描述［6］253-254，据说

是出自胡适手笔。2000 年之后，伏岭中心小学

徽剧童子班还多次应邀去北京等地演出。文化

遗产既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文化资本，又是一种

潜在的“桥联性社会资本”，社会成员如何利用

这种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现代变革，是一个值得

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结 语

乡村振兴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战略，乡村振兴

固然离不开乡村经济发展，但“战略”的着眼点显

然不应该仅仅是经济。笔者以为，只有乡村生活

成为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乡村文

化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才具有战

略意义。伏岭村基于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传承，

拥有了较为罕见的社会资本存量，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宜居的、令人留恋不舍的乡村。这个村并不

富裕，但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有一种文明的力

量。由此可见，乡村发展不仅需要经济资本、人

力资本，还需要社会资本。更多情况下，社会资

本甚至比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更具有根本性

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资本存量很难做定量

研究。就定性研究而言，其存在形式与类型又

比较复杂，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方面，

本文所列的六个维度并不能穷尽社会资本的主

要形式，对于六个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也

未深入讨论。另一方面，伏岭村社会资本存量

与其春节习俗传承之间并没有严谨的因果联

系，只能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因而，本文

从春节习俗传承角度论证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以

及乡村发展问题，这个研究思路是否合理，也有

待于进一步考量。

注释

①2008 年以来，每年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的节日文化研

究论文都超过 30 篇。②高丙中结合雷蒙·威廉斯的“文

化生产”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再生产”理论，提出了

“文化再生产”概念，“指社会通过自觉的活动达到这样

的后果：一是使特定的观念、价值被传递下去，文化及

其所代表的规范得以继续存在；二是因为特定的价值

得以传递，社会仍然按照既定的规范延续，最终社会得

以按部就班地维持”。参见高丙中：《对节日民俗复兴

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再生产》，《江西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③马林诺夫斯基评语，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6 页。④

比如“华南学派”对乡村社区“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

化”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乡村社区史研究，着重从国家

制度和国家观念出发来阐释社区/村落文化形成或被创

造以及传播的社会机制。⑤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版，第 31-32，167，160 页。⑥在一个制度不健全，规则

意识不强的社会中，个人注重“找关系”“走后门”，这往

往会损害社会组织或共同体的社会资本，这种所谓的

个人资源并非社会资本。正如科尔曼所言，社会资本

“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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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

它不是一种私有财产，具有不可转让性。参见詹姆

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4，369 页。⑦参见罗伯

特·D.帕特南：《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

本的演变》，李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4，9，234 页。⑧从民俗学者的田野资料以及相关研

究来看，晚近十来年，庙会与传统节日活动正在复兴。

⑨参见张士闪，张佳：《“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

信仰秩序》，《民俗研究》2009 年第 4 期；张士闪：《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乡村社区发展：以鲁中地区“惠

民泥塑”“昌邑烧大牛”为实例》，《思想战线》2017 年第 1
期。⑩伏岭村位于绩溪县东部，距县城 23 公里。该村

文化底蕴深厚，是徽文化的核心区，2008 年被文化部命

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016 年被住房与城乡

建设部等部门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三

门即三个支族。演戏时武将演员带的头盔。“火

篮用铁打成，安上木柄，燃烧松明，由人扛着照明”。参

见邵茂深：《伏岭舞 》，黄山书社 2016 年版，第 29 页。

据伏岭中心小学校长邵宗惠所言，新中国成立前，

“三十值年”仅限于伏岭上、伏岭下两村邵姓男子，新中

国成立后扩展为全村男子，不限于邵姓，20 世纪 90 年代

之后，女子也可以参与“三十值年”了。由于有值年

者请专人负责保管戏服，伏岭村保存了大量晚清民国

年间的戏服。据 1958 年的一次统计，服装道具等有

1500 多件，装了 24 只箱子。参见邵茂深：《伏岭舞 》，

黄山书社 2016 年版，第 240 页。我们在伏岭下村里的

布告栏中看到，2018 年春节，伏岭下半个村一共收到了

4350 元“狮金”。访谈人：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2015 级学生祝文敏、梁玥、常江涛；被访谈人：伏岭中心

小学校长邵宗惠；访谈时间：2018 年 2 月 18 日下午（农

历正月初三）；地点：伏岭镇伏岭中心小学。访谈人：

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2015 级学生祝文敏、梁玥、常江

涛；被访谈人：伏岭上村值年负责人邵某；访谈时间：

2018 年 2 月 19 日下午（农历正月初四）；地点：伏岭村戏

台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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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Taking the Spring Festival of Fuling Village，Jixi County，Southern Anhui as an Example

Ji Zhongyang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of festival culture is a very realistic issue for contemporary rural development， yet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for a long perio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pring Festival custom inheritance in Fuling Village， Jixi County， southern Anhui as an example， analyzing from the
rural social network， villagersparticipation in rural public activities， villagersrecognition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villagersmutual trust，villagers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villagersmoral standards， the influence of village
cultural symbols and many other dimensions found that for rural development， social capital is even more fundamental
than economic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And the heritage of festival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tock of
rural social capital. It can be said that rural development requires not only economic and human capital， but also
social capital. In more cases，social capital is even more fundamental than economic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Key words: festival culture; rural development;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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